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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变化的动力源泉。结果表明，时序分异特征呈现出整体水平偏低，在波动中缓慢上升；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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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是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和社会公益事业，林业建设
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国具备培育优

质高效森林的天然禀赋以及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的政

策环境，森林质量提升潜力巨大，但由于我国林业发展方式较

为粗放，重造林轻管护、重数量轻质量，没有充分发挥林业生

产的巨大潜力。在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和生态红线保

护行动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要素的无限投入来拉动经济增

长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当技术进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

源泉时，林业产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测算了剔除要素投入以后技术效率和
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不仅是探求经济增长源

泉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林业经济增长

贡献水平的重要手段，还是评估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运行

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全面测度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

的实践价值。

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

（ＤＥＡ）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ＳＦＡ）等，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
分为宏观和微观２个层面，分别从国家视角、区域视角、企业
视角以及农户视角对林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但是基于

省域视角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中国各

省域间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变动规律以及林业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的动力源泉的研究较为有限。因此，本研究基

于省域视角，构建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体系，在全

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下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测算并

分析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以外的３０个省（市、区）林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分异特征，探究各省域林业全要素生

产率变化的动力源泉，找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内在原

因，以期为政府制定提高中国３０个省（市、区）林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１．１　研究方法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ｓｉｔ生产率指数法具有不需要设定生产函

数形式、无须考虑技术非效率、不受量纲影响、计算简便等优

点，主要用来测度一定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Ｆａｒｅ等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
效率和技术进步，并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将技术效率进

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１］，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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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Ｍ０（ｘ
ｔ，ｙｔ，ｘｔ＋１，ｙｔ＋１）、ＴＲＣＨ、ＥＦＦＣＨ、ＰＥＣＨ、ＳＥＣＨ分别

表示从ｔ时期到ｔ＋１时期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
变动指数、技术效率变动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规模效

率变动指数。ｘｔ、ｘｔ＋１分别为 ｔ、ｔ＋１期的投入向量；ｙｔ、ｙｔ＋１分
别为ｔ、ｔ＋１期的产出向量；ｄｔ（ｘ，ｙ）、ｄｔ＋１（ｘ，ｙ）分别为以ｔ、ｔ＋
１时期技术为参照的距离函数；下标０表示可变规模报酬假
设。当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大于１时，表示综合生产率有所
改善；当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大于１时，表示决策单元的资源配
置和利用效率有所提高；当技术进步变动指数大于１时，表示
技术在考察的年份实现了跨越，即实现了技术进步；当纯技术

效率变动指数大于１时，表示由于制度改革和管理改善使得
特定生产技术水平下的资源使用和配置效率有所改进；当规

模效率变动指数大于１时，表示生产要素的投入利用达到最
优规模效益。反之，若小于１则表明相应效率有所恶化。
１．２　指标选取

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２－３］，构建中国林业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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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评价指标体系（表１），林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主要包括
资本、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禀赋４个方面，分别选取林业产
业资本存量、林业劳动力总量、林业用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

林业产出变量选取林业产业总产值和新增造林面积。林业劳

动力总数采用农林牧渔业、林业总产值和农林牧渔业劳动力

的同比换算所得的营林劳动力与林业系统年末从业人数之

和；林业产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４］，基期林

业产业资本存量采用林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资本存量

折旧率采用分省折旧率［５］表示。

表１　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变量

输入指标 资本投入 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元）

劳动力投入 林业劳动力总数（人）

土地投入 林业用地面积（ｈｍ２）
资源禀赋 活立木蓄积量（ｈｍ２）

输出指标 经济效益 林业产业总产值（元）

生态效益 新增造林面积（ｍ３）

１．３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源于《中国林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
林业局官方网站，林业产业总产值、林业产业资本存量分别采

用林业产业总产值指数、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到以２０００年
为基期的数值，其中，２０００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用全国均值代替，２０００年重庆市的活立木蓄积量用所有年份
重庆市、四川省活立木蓄积量比值的均值计算所得。由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的数据获取较困难，

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存在严重缺失，所以选取中国其余３０个省
（市、区）为研究对象，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分异特征
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的自然历史条件差异较大，资源禀

赋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林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和差

异性。因此，运用ＤＥＡＰ２．１软件测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３０
个 省（市、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其时序分异特

征见图１。
　　整体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
显的波动特征，年均增长４．７％，其中技术进步变化（ＴＥＣＨ）
年均上升４．０％，是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以技
术进步为诱导的“增长效应”明显；技术效率变化（ＥＦＦＣＨ）年
均增长仅为０．６％，这与纯技术效率（ＰＥＣＨ）处于退步状态
（－０．１％）有关，说明技术效率对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作用较有限，而且后劲不足，“水平效应”不够显著，这可能会

成为阻碍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瓶颈［６］。林业全要

素生产率与林业技术进步变化有高度的同步性，再次验证了

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技术进步。总体

来看，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双轨驱动”的，但不同

年份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总是交叉提高以推进林业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而很少见到二者同时增长的情况，说明我国当前林

业生产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变、升级以及实现高效率资源对

低效率资源的置换仍然存在障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共有４次上升期，４次
回落期。２００１年世界银行、中德财政合作等造林项目的实施
及中国加入ＷＴＯ，不仅引进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林业项目
管理机制和发展理念，还为林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７］，

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达３４．４％；２００４年处于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初期，林农对林权改革有一个适应过程，许多林农难以

立刻调整林业经营行为，技术效率持续恶化，其中规模效率是

主要的制约因素；２００７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良性效应开
始显现，使得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４０．８％）成功抑制了技术
效率下滑（－９．４％）所带来的阻碍作用，是林业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的主要源泉；２００８年全球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林
业产业产出下降、就业减少、出口受阻、库存增加、利润下

降［８］，林业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下拨１２亿
元用来解决国有林场职工社会保险和分离办社会职能的问题，提

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２．２　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演变趋势
本研究在时间上选取了中国林业发展的关键节点，即

“十五”结束年（２００５年）、“十一五”结束年（２０１０年）、林业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开始实施年份（２００８年）、国家林业局宣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年份（２０１２年）［９］，生成林业
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分布图，依据Ｊｅｎｋｓ最佳自然断裂法［１０］，将

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分为４个梯队（图２）。
　　由图２可知，２００５年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水平较
高，呈现出西部围绕重庆市、东部围绕山东省、北部围绕内蒙

古自治区的３级格局，第一梯队的省域只有重庆市，第二梯队
的省域共有１５个，占总数的５０％，这些省（市、区）主要集中
在中国的西部和南部；第三梯队的省域主要包括黑龙江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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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江苏省、浙江省，占总数的１６．７％，第四
梯队的省域共有９个，占总数的３０％，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华
北地区。２００８年林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降低态势，已
经呈现出二元空间结构，即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效率高、

中西部地区效率低的特点，第一梯队的省域增加到６个，占总
数的２０％，从分布来看，由２００５年的重庆市转移到东南沿海
地区；第二梯队的省域相比减少到５个，占总数的１６．７％，主
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第三、第四梯队的省域共有１９个，占总数
的６３．３％，转移到中西部地区。２０１０年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在
空间上呈现低水平均衡的格局，二元空间结构分布有所弱化，

即第一、第二梯队的省域共有９个，占总数的３０％，分布在南
方集体林区；第三梯队的省域减少到６个，占总数的２０％；第
四梯队的省域所占比例较大，占总数的５０％，在中西部地区
的基础上增加了东北地区。２０１２年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继续
呈现二元空间结构，即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一、第二梯队由

南方集体林区转移到西部地区，占总数的３０％，西部地区“后
发优势”明显；第三、第四梯队由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北和东

南沿海地区。从整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林业全要素

生产率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空间结构，表现为先减弱后稳定的

演化趋势，说明林业的发展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大。

２．３　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
为了辨识中国３０个省（市、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均值的相对位置，优化林业部门的资源利用，提高林业全要素

生产率，本研究基于省域差异的视角，借助层次聚类理论，构

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分析的二维决策矩阵，横轴表示林业

技术进步，纵轴表示林业技术效率，值越大说明效率越高，再

将中国３０个省（市、区）按照林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值是
否大于１进行象限划分。为了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变化的深
层次原因，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构建纯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的二维决策矩阵，横轴表示林业纯

技术效率，纵轴表示林业规模效率，值越大表示效率越高，再

将中国３０个省（市、区）的技术效率按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值是否大于１进行象限划分［１１］，结果见图３。
　　由图３可知，第一象限中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均大于１，
属于“双轨驱动型”，是未来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

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从分布状态看，有７０％的省域位于第
一象限，说明林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较好，因此，要保持

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既要保证处在前沿面上的最

佳实践者的“最佳实践”对生产前沿面的扩张作用，也要保证

处在前沿面内部的“落后者”积极追赶“最佳实践者”，将“发

散效应”和“收敛效应”相结合［１２］。第二象限中技术进步大

于１，技术效率小于１，以技术进步为诱导的“增长效应”明
显，属于“技术进步驱动型”，即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损失并

存；从分布状态看，２３．３％的省域位于第二象限，包括黑龙江、
吉林、四川、福建、海南、北京、山西等省（市），应通过提高要

素利用率、技术使用效率和规模经济性来提高林业技术效率。

第三象限中技术进步小于１，技术效率小于１，属于“双振失
型”，即技术退步与效率损失并存；从分布状态看，只包括上

海市和山东省，应通过加大科技项目资金投入力度、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率来提高林业技术进步。第四象限中技术进步小于

１，技术效率大于１，以技术效率驱动的“水平效应”明显，属于
“技术效率驱动型”，技术退步与效率改进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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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对技术效率分解可知，第一象限中纯技术效率与
规模效率均大于１，是其他省域 ＥＦＦＣＨ改进的目标类型，有
６０％的省域位于第一象限，说明林业技术效率总体上表现较
好。第二象限中纯技术效率大于１，规模效率小于１，属于“纯
技术效率驱动型”，即纯技术进步与规模衰退并存，应通过培

育适度规模的林业企业以符合市场需求和林业产业的发展特

点；从分布状态来看，２０％的省域位于第二象限，包括黑龙江、
吉林、云南、陕西、四川、海南等省，其中黑龙江、吉林、云南等

省国有林区“两危”困境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国有林区改革

尚未触及本质，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布局仍待完善；陕西省在林

业生产上没有形成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经营管理水平较低，

技术推广、利用能力仍然处于劣势；四川省、海南省科技推广

机构不健全，人才较为缺乏，连接科研与生产、科技与推广的

纽带较为薄弱，没有充分释放林业发展潜力。第三象限中纯

技术效率小于１，规模效率小于１，属于“效率损失型”，即纯
技术退步与规模衰退并存，迫切需要调整要素投入结构和经

营管理水平；从分布状态来看，１０％的省域位于第三象限，包
括北京市、上海市、山西省，其中北京市、上海市由于产学研的

脱节，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研发投入的增加不能直接促

进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山西省由于煤炭开采的遗留问

题导致的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治理投资，挤占了林业生态建设

的资金投入，导致工程实施中新技术引进、推广和技术培训的

配套资金投入不足，造成林业技术的应用转换效率无法跟上

林业的技术进步。第四象限中纯技术效率小于１，规模效率
大于１，属于“规模效率驱动型”，即纯技术退步与规模进步并
存，说明这些省份尚未摆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

方式，基于技术改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高效集约型增长模式的

发展仍待完善，应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和科技成果转化率来提高林业纯技术效率；从分布状态来看，

１０％的省域位于第四象限，包括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
其中广东省林业正处于由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林业体制机

制、产业规模仍处于转型适应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产业存

在大而不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尚未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产业区、产业园、产业带，资源配置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随着新产权制度框架的稳定，福建省林权改革带来的

短期政策效率会逐渐减弱，开始出现林农适度规模经营所

需的资金短缺问题，林业经营规模经济性的实现举步

维艰［１３］。

３　结论与建议

运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 ３０
个省（市、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析其时序分异

特征和空间分异特征，探究中国３０个省（市、区）林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动力源泉，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时空分异特征上，

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

４７％，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分别贡献０．６％、４．０％，技术进步
是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推动力，其中纯技术效率是主

要制约因素；总体来看，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共出现４次上
升期和４次回落期，说明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缺乏稳定
性，受国家林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影响较大。第二，在空间演化

趋势上，中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二元

空间结构，呈现出先减弱后稳定的空间演化趋势，但是整体分

化较明显。第三，在动力源泉分析上，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

动类型主要分为双轨驱动型、技术进步驱动型、技术效率驱动

型、双损失型４种，大部分省域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理
想，对技术效率分解还可分为效率驱动型、纯技术效率驱动型、

规模效率驱动型、效率损失型，其中黑龙江、吉林、云南、陕西、

四川、海南等省存在纯技术进步与规模衰退的状况，北京、上

海、山西等省（市）存在纯技术退步与规模进步的现象，广东、

广西、福建等省（区）存在纯技术退步与规模衰退的情况。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国家应在保持政策连续性

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完善林业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强化理论

创新与国家前沿对接、技术创新与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

创新劳动与个人利益对接；提高林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适应

林业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基础研究、应用开发、

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协同发展；消除林业科技转化制度壁

垒，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

紧密结合的林业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最大限度地将林业科

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通过可持续性地经营模式创新，提

高林业生产要素使用率，实现林业生产要素与经营模式的均

衡匹配；加强省际之间林业发展的关联系和互动性，建立林业

产业发展的产业链，发挥重点产业集聚效应和区域产业竞争

优势，促进林业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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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要性和适宜性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刘　鹏，陈荣蓉，杨朝现，李承桧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６）

　　摘要：区域土地利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社会状况、规划导向作用的不同，客观上将形成差异化的农村居民点整
理区域。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以各镇（街）为评价单元，综合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内部土地闲置率法、城镇体

系规划法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各镇（街）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区级目标达成的重要性，同时从自然适宜度、经

济发展度、社会接受度、规划导向度４个方面选取８个指标，评价各镇（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基于重要性、适
宜性评价结果的叠置分析，划分出优先保障区、重点规划区、逐步推进区、控制发展区４个类型区，并针对不同分区的
特征从空间布局、整理方式、政策导向、“增减挂钩”指标分配等方面提出差异化的统筹协调建议。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重要性；适宜性；重庆市荣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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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　鹏（１９９２—），男，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
利用与综合整治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０１５９５６３３１＠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陈荣蓉，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综合整治、土

地经济与政策等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ｒｒ＠ｓｗｕ．ｅｄｕ．ｃｎ。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土地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能优
化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又能补充耕

地、增加供给，是缓解我国目前耕地资源供需矛盾的必然选

择，也是顺利实现区域转型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

础［１］。近年来，随着国家实行“万村整治”工程和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实践以来，诸多学者分别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内

涵和依据［２－３］、整理潜力测算［４］、整理模式［５－６］、整理分

区［７－９］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作为有效推进农村居民点

整理工作的前提，如何准确划分整理区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

关注。如聂小清等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条件、迫切度、农

户意愿等方面选取１０个指标，据此将地震重灾区什邡市的居

民点整理划分为成熟区、较成熟区、欠成熟区３个类型［７］；许晓

婷等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简称ＧＩＳ）
的空间叠置分析功能将各单因素图层进行叠加分析，根据叠加

后的分值确定土地综合整理分区［８］；杨俊等从村级层面上建立

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评价体系和模型，以行政村为单元将城关

镇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划分为４级整理区［９］。以上研究大多

是从整理的适宜性层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而缺乏对整理潜力

的单独考虑，使得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不合理，从而导致后期

整理工作效果不佳。

因此，本研究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在对研究区２１个镇
（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的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点整理

的重要性进行评价；从各镇（街道，简称街，下同）自然、经济、

社会、规划等方面出发，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进行评

价；基于重要性、适宜性评价的叠置分析，对全区农村居民点

整理进行综合分区，并针对不同分区的特征提出差异化的统

筹协调建议，以期为荣昌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

和规划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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